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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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S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科技服务业集聚每提高1%，GTFP就会增长0.104%；相邻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区GTFP的提升有着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若忽略这种影响，则会大大降低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影响的提升作用。最后，为发挥科技服务业集聚对GTFP的促进作用，文章给出了可行性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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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Agglom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Li Shuyou, Li Jianshu
（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gglom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aking panel data of 4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10 to 2019 as research samples. Measur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SBM-GML model, and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agglom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glom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local GTFP, and 1% increase of spatial promotes agglom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raises GTFP growth by 0.104%. The agglom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in adjacent areas has an obviou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GTFP in this region. If this effect is ignored, the effect of agglom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GTFP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Finally,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gglom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to promote GTFP, the paper gives feasible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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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长期依赖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再适用，经济发展动力亟需向科技创新转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顺应经济新常态发展，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17次提到科技、59次强调创新，并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面对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及百年未遇之变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迫在眉睫，科技服务业是创新驱动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发展的必然选择。
尽管我国在科技创新投入强度方面持续增强，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与其投入强度相比，仍不匹配。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还不够完善，一方面在创新能力发展水平来看，根据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来看，我国排名12位，与瑞士、瑞典、美国等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仍较大；另一方面对于行业规模而言，一般发达国家科技服务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的5%，而我国2021年科技服务业产值占比在2.2%左右，同样与发达国家家存在差距。因此探索科技服务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意义重大。
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鼓励地方政府竞争并建立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被认可。这种模式消耗了大量资源、能源，由此引发资源溃决、环境恶化等问题。现阶段我国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发展是化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以来，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开局之年，党中央更加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出台了众多与环保相关的政策法规，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而“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也指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是新时代背景下衡量经济水平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有效综合指标。余泳泽、杨晓章、张少辉[1][1]就以该指标为代理变量，深入分析了我国高质量增长的区域差异。因此本文选取GTFP来探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学者们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关注逐渐增强，那么科技服务业对GTFP的影响又是如何？虽然学术界已经围绕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展开了深入研究，但依然存在部分局限性：①多数学者的相关研究集中于生产性服务业，对科技服务业关注较少；②纵然是在研究科技服务业领域，也较少有学者研究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的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在测度各城市不同年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探讨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本文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意在探索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的影响。下面将从科技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1.1科技服务业的文献研究
1.1.1科技服务业的概念
国外学者虽然并未直接提出科技服务业的相关概念，但学术界普遍认为经合组织（OECD）所定义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概念与之最为接近，且对KIBS的研究也已十分深入。Daniel Bell[2][2]首次提出知识服务业的概念。Hertog[3][3]认为，KIBS是发挥着创新的推动、载体、来源和链接功能的知识型中间产品与服务的组织。Muller[4][4]从服务对象角度出发，认为KIBS是向其他组织提供高智力、高附加值的咨询性服务组织。Asikainen[5][5]认为KIBS在新兴研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连接科技与市场之间的纽带。
国内学者对科技服务业暂的概念也暂时没有统一。1992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科技咨询、科技信息和技术服务业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科技服务业。程梅青等[6][6]认为，科技服务业是为了促进科技进步并提升科技管理水平而出现的所有组织或机构的总和。方齐[7][7]认同科技服务业属于新兴服务业，并认为科技服务业是具有提供有科技含量并传播新知识的行业。虽然学界尚且没有形成对科技服务业公认的定义，但学者们对其研究的核心都是在市场机制调节下提供技术成果和研究服务。
1.1.2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张清正、李国平[8][8]基于省级数据探讨了我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并分析了规模经济、科技实力、知识溢出与政府行为等因素对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韩冰[9][9]通过实证计量分析得出，我国东、中部分省市科技服务业集聚态势相对更为强烈，并指出规模经济对科技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最大，人力资本具有负面影响，而知识溢出既有正向影响又有负向影响。李晓龙等[10][10]基于省级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有效促进我国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并且科技服务业集聚的对邻地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张骁等[11][11]基于科技服务业政策关键词分析，发现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侧重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服务等领域，而对研究开发服务、检验测验和科技金融等的关注程度则相对较低。周珂、刘洋[12][12]指出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其发展质量与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基于省级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科技服务业整体效率较低，且科技服务业TFP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贡献较弱。周中林等[13][13]通过空间计量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生态保护效率与科技服务业发展效率，结果表明科研技术服务业效率对当地和邻地生态保护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而科技资本服务业效率对当地起促进作用对邻地起抑制作用。
1.2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研究
学术界内关于生产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内容也逐渐从单要素生产率延伸到全要素生产率再扩展到近些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导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2.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当前，学术界内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传统的核算方法、随机前言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和数据包络分析发（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 DEA）。早期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仅以GDP为产出导向，忽视了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要素也逐渐被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体系之中。相较于传统核算与SFA而言，DEA方法则更具优点，其不仅避免了因生产函数误设而导致的结果偏差，还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测算体系，因而其使用也更为广泛。Chung et al. & Fare et al. [14][15][14-15]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分别测算了包含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瑞典纸浆厂和美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one[16][16]考虑了效率测算的缺陷，构建了基于松弛变量的非径向与非角度的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使得测算结果更加准确，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广泛应用。陈超凡和尹传斌、蒋奇杰[17][18][17-18]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指数分别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GTFP和我国西部地区的GTFP水平。而GML（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则克服了ML指数在线性规划求解时易出现无解的情况，余奕杉、卫平[19][19]基于SBM-GML指数测算了中国城市GTFP，并指出GTFP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
1.2.2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从相关文献来看，众多学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多方面的分析。陈诗一[20][20]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研究我国绿色工业革命，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TFP比传统不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而且改革以来我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地改善工业绿色生产率。李玲、陶锋[21][21]将制造业按照污染程度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三类，实证发现环境污染程度不同而导致环境规制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李斌、祁源等[22][22]通过动态GMM方法展开实证研究，发现FDI的引入不利于GTFP的增长，但与财政分权的良性互动可以显著促进GTFP的增长。而朱文涛等[23][23]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29个省份进行实证研究发现OFDI可以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GTFP的提升。齐绍洲、徐佳[24][24]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TFP的影响，发现贸易开放整体能够增强GTFP的提升，而且出口贸易则更有助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任阳军等[25][25]通过构建SYS-GMM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均会显著促进GTFP的提升，并且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大。汪克亮、庞素琴等[26][26]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与连续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GTFP。
1.3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文献研究
Aslesen and Isaksen[27][27]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推动高新技术产生，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作用又可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升级，从而产生双向促进作用。Wood[28][28]认为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可以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改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来激发企业创新活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高企业技术效率并增强企业对市场机制的适应能力，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程中华[29][29]利用城市面板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发现集聚经济产生的Jacobs外部性可以显著促进GTFP的增长，而MAR外部性与Porter外部性的作用则不显著。黄庆华、时培豪、胡江峰[30][30]采用面板模型以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发现产业集聚可以兼顾环境保护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而促进沿线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郭然、原毅军[31][31]基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影响呈U形曲线关系，而且环境规制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李涛、薛领、李国平[32][32]基于SBM-DEA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以中国27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高铁开通使得时空压缩更加促进了这两种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刘新智、张鹏飞、史晓宇[33][33]以我国五大城市群107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固定模型进行实证考察发现，产业集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生中介效应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文献研读总结前人研究可以发现，首先，我国科技服务业起步较晚，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大多数文献关注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或制造业，而科技服务业的关注相对匮乏；最后，可以发现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对GTFP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科技服务业集聚为出发点，探讨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产生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提供可行性建议分析。
[bookmark: _Hlk99177348]2 科技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根据集聚经济理论，产业聚集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得资本、技术、信息、人才、制度以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相对集中并得到共享，由此聚集于该区域的企业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我国的环境政策日益趋紧的背景下，作为同时具有创新知识属性和服务业特征的科技服务业，通过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产业集聚，理论上可以通过要素重组与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溢出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得经济环境双重绩效改善，进而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如图1所示。
2.1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指对于国民经济长足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实体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生产成本过高、造成污染较大等问题，而此时从事科技服务的相关人员可以对其提供技术引导与设备支持，以帮助这些产业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环境污染与资源过度消耗从而提高产业的生产力，进而有效促进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次，随着环境政策的不断趋紧，科技服务业本身也在追求“绿色科技”发展，这不仅能够改善生产环境，还能够获得潜在经济效益，推动产业向更高价值链跃进，从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2.2知识溢出
科技服务企业集聚可以带来隐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集聚区内各要素信息的积聚与流动使得知识传播不再受物理瓶颈的阻碍，易于激发创新思维，迸发新的思想萌芽，科技服务业在市场竞争中便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有利于推动城市向创新驱动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其次，若本区域内科技服务业水平发展不均时，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马太效应也可能使得区域间知识的“被迫溢出”，从而使得各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达到相同程度。
2.3产业升级
科技服务业不仅可以提供先进技术与新知识，还可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科技服务活动能够帮助改进企业的技术结构，而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也会不断吸收科技服务组织的新的知识与技术，从而达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目的。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了提高利润率，基本都会选择改善自己的技术结构，由此产业结构就会得到升级，社会的资源扭曲与错配问题也会得到改善，从而达到降低能耗并减少污染排放的效果，那么，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因此而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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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

3 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3.1计量模型构建
借鉴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为考察长三角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实证分析模型：
                          （1）
式中，和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表示各市各年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表示各市各年份科技服务业区位熵的对数值；和分别表示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分别控制了地级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因素及时间维度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为估计参数；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表示控制变量种类；表示控制变量。
当前形势下，各企业自身在追求技术进步，也容易学习及效仿其他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再加上日益便捷的信息网络交流，所以各地区之间会存在空间上的关联性，于是本文研究进一步将式（1）扩展为空间计量模型：
                                                  （2）
其中，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为该区域的维空间权重矩阵中中的元素，代表城市和的空间关联程度；和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空间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
3.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将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指标纳入传统的核算框架中，兼顾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全面、优良指标，也符合“创新+绿色”这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因此本文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参考Li和Shi[34][34]的做法，通过包含多种非期望指标的超效率SBM模型，并结合全局参比的GML指数测算长三角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值，其具体的投入产出指标见表1。

表1   GTFP测算的投入产出指标及计算方法
	目标
	指标
	计算方法

	投入
	劳动投入
	以城镇年末单位从业人员表示。

	
	资本投入
	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投入，参考张军等[35][35]对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公式为：，和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表示新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固定资产折旧率，设定为9.6%。

	
	能源投入
	采用全市全年用电量表示。

	产出
	期望产出
	为消除价格等因素影响，以2005年为基期，使用城市所属省份的历年GDP平减指数计算城市实际GDP，以此表示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参考涂正革[36][36]的研究，选用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



（2）核心解释变量：区位熵（）。对于产业集聚常用衡量指标有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度。由于本文选取城市层面的研究，而空间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度一般用于省级数据，故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可用性，本文选取大多数学者采用的区位熵用以测度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公式如下：

其中，表示地区产业的单位从业人数，表示地区所有产业的单位从业人数，表示全国产业的从业人数，表示全国所有产业的从业人数之和。
（3）控制变量（）。
考虑到城市GTFP可能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本文参考黄庆华、时培豪、胡江峰[30][30]及郭卫军、黄繁华[37][37]余奕杉、卫平、高兴民[38][38]及陈晓峰、周晶晶[39][39]等文献的处理方法，本文在模型中添加以下控制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pgdp。当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就会不断提高，由此，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就会加强对生活质量与环境发展的要求，最终促进地区GTFP 的提升。本文选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2）人力资本水平hum。教育可以培养出具备专业知识、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这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基于此，本文用地区在校大学生人数与地区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3）政府干预程度gov。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而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基础建设，也影响着科技资源的配置与技术创新。本文选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政府的干预程度。
4）外商直接投资fdi。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基础上，外商投资可以通过知识溢出、产业转移、技术引进等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用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全年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
5）交通基础设施road。通常，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各地区生产要素的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理论上有助于促进地区GTFP的发展。故本文选取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
6）信息基础设施inf。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加速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同样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在理论上能够提升城市的GTFP。故本文选取每万人接入互联网数来反映城市的信息础设施建设。
7）城市化水平urb。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社会结构也会逐渐向城市化进程转变，而且我国目前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中要影响。本文以非农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市化发展水平。
8）市场化程度mar。市场化可以加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机制带来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效率提升与生产技术的进步。基于数据的获得性考虑，以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与城镇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表示。
3.3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地市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本文删除了巢湖的数据样本，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予以补齐。表2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410
	0.944
	0.358
	0.357
	3.084

	区位熵（lq）
	410
	0.732
	0.447
	0.217
	2.877

	经济发展水平（pgdp）
	410
	660 22
	375 58
	906 8
	199 017

	人力资本水平（hum）
	410
	0.020 6
	0.021 4
	0.001 62
	0.127

	政府干预程度（gov）
	410
	0.189
	0.138
	0.0760
	1.485

	外商直接投资（fdi）
	410
	0.031 5
	0.024 3
	0.001 93
	0.193

	交通基础设施（road）
	410
	15.21
	6.364
	2.397
	39.89

	信息基础设施（inf）
	410
	139.0
	140.6
	9.303
	890

	城市化水平（urb）
	410
	0.594
	0.119
	0.291
	0.896

	市场化程度（mar）
	410
	1.502
	0.784
	0.000 423
	4.121



4 科技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及结果分析
4.1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使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之前，首先要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本文使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探究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特征，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结果可以得知，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Moran’s I指数只有2018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年份的Moran’s I指数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证明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GTFP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是比较合适的，为后文检验科技服务业集聚对GTFP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表3   长三角地区各城市GTFP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变量
	Moran’s I值
	Z值
	P值

	2010
	0.068***
	4.674
	0.000

	2011
	0.062***
	4.063
	0.000

	2012
	0.095***
	5.539
	0.000

	2013
	0.102***
	5.799
	0.000

	2014
	0.067***
	4.214
	0.000

	2015
	0.077***
	4.610
	0.000

	2016
	0.067***
	4.176
	0.000

	2017
	0.017*
	1.926
	0.054

	2018
	0.004
	1.375
	0.169

	2019
	0.018**
	1.965
	0.049


注：***、**、*分别表示字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4.2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在进行空间面板模型回归之前，要基于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借鉴Elhorst[40][40]的“从具体到一般”和“从一般到具体”的检验思路，依次采用LM检验、Robust LM检验、Hausman检验、LR检验和Wald检验来对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问题进行判断。第一，由表4可知，LM检验与Robust LM检验结果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SAR模型与SEM模型均适用，故可选择SDM模型。第二，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拒绝了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第三，对SDM模型的固定效应检验，可以发现检验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故应优先选用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SDM模型。第四，对SDM模型进行简化检验，LR检验及Wald检验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SDM模型不会退化为SAR或SEM模型，接下来本文使用SDM模型进行检验。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本文选择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动态SDM模型展开研究，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SDM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
	统计值
	P值

	Moran’s I
	56.430***
	0.000

	LM-error
	81.023***
	0.000

	Robust LM-error
	4.665**
	0.031

	LM-lag
	79.923***
	0.000

	Robust LM-lag
	3.565*
	0.059

	Hausman
	25.09***
	0.002 9

	空间固定效应
	51.28***
	0.000 0

	时间固定效应
	414.21***
	0.000 0

	LR-SDM是否会退化为SAR
	25.58***
	0.001 2

	LR-SDM是否会退化为SEM
	24.18***
	0.002 1

	WALD-SDM是否会退化为SAR
	21.85***
	0.009 4

	WALD-SDM是否会退化为SEM
	22.25***
	0.008 1


注：***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4.3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stata 16MP软件对前文构建的SDM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同时本文还列出了传统固定效应模型（FE）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在全样本整体回归中可以看出，在FE模型和SDM模型中，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SDM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科技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城市GTFP具有重要影响，而相邻地区的科技服务业集聚对GTFP影响也存在反馈机制。SDM模型中科技服务业集聚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科技服务业集聚的确能够有效促进GTFP的提升，同时空间滞后项系数则显著为正，说明对相邻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有助于促进本地区GTFP的提升。当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能通过空间滞后项反映，根据LeSage和Pace[41][41]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比较SDM模型中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表6报告了该估计的结果。

表5   SDM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FE
	SDM

	lnlq
	0.084**
(1.81)
	0.104**
(2.35)

	lnpgdp
	-0.036
(-0.41)
	-0.077
(-0.93)

	lnhum
	0.209***
(3.22)
	0.221***
(3.47)

	lngov
	0.010
(0.20)
	0.085*
(1.77)

	lnfdi
	-0.057**
(-2.07)
	-0.070**
(-2.70)

	lnroad
	0.006
(0.12)
	0.004
(0.08)

	lninf
	-0.073
(-1.47)
	-0.074
(-1.59)

	lnurb
	-1.215***
(-3.21)
	-1.466***
(-3.93)

	lnmar
	0.027
(1.46)
	0.030*
(1.75)

	W×lnlq
	
	1.411***
(3.11)

	W×lnpgdp
	
	0.295
(0.53)

	W×lnhum
	
	0.194
(0.30)

	W×lngov
	
	1.376***
(2.80)

	W×lnfdi
	
	-0.715***
(-2.83)

	W×lnroad
	
	0.010
(0.02)

	W×lninf
	
	0.102
(0.24)

	W×lnurb
	
	5.255*
(1.77)

	W×lnmar
	
	0.055
(0.40)

	ρ
	
	-0.563**
(-1.96)

	sigma2_e
	
	0.023***
(14.22)

	Log-likelihood
	175.7
	187.4

	R²
	0.471
	0.152

	观测值
	410
	410


注：***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FE模型下括号内数字为t值，其余为z值。

表6   SDM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lq
	0.084*
	0.883***
	0.967***

	
	(1.94)
	(2.88)
	(3.13)

	lnpgdp
	-0.091
(-1.27)
	0.241
(0.57)
	0.150
(0.37)

	lnhum
	0.227***
	0.023
	0.250

	
	(3.42)
	(0.05)
	(0.48)

	lngov
	0.069
	0.848***
	0.917***

	
	(1.37)
	(2.64)
	(2.73)

	lnfdi
	-0.066**
	-0.412**
	-0.478***

	
	(-2.16)
	(-2.45)
	(-2.94)

	lnroad
	0.009
	0.006
	0.015

	
	(0.18)
	(0.02)
	(0.05)

	lninf
	-0.077*
	0.109
	0.032

	
	(-1.67)
	(0.43)
	(0.13)

	lnurb
	-1.597***
(-4.18)
	3.951**
(2.17)
	2.354
(1.36)

	lnmar
	0.029*
	0.028
	0.058

	
	(1.92)
	(0.32)
	(0.64)


注：***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值。

从表6可以看出，科技服务业集聚的直接效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科技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知识溢出、规模经济、要素重组等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GTFP的增长，还有助于相邻地区GTFP的提升。且就回归系数来看，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直接效应，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GTFP提升更多地得益于科技服务业集聚在城市间的“扩散效应”，这意味着科技服务业集聚在城市群内形成了有效的良性互动机制。长三角地区一直注重科技发展，科技论坛的举办更是通过聚焦产学研等多方面力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实际应用，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水平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人力结构的优化可以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动力，从而有效的促进了当地GTFP的提升；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对相邻地区并没有产生影响。政府干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而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地方政府可能存在过度干预会造成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使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源流向了相邻地区并促进了邻地GTFP的提升，却对本地GTFP的提升并未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均显著为负，意味着其不仅不利于本地GTFP的提升，也抑制了邻地GTFP的增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长三角地区的引进项目主要是高污染、高耗能、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产品、机电产品或工业品及半成品等，整体技术含量相对不高，阻碍了城市GTFP的提升；其次，城市之间的竞争也会使得FDI产生负向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直接效应为负，说明本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阻碍了本地GTFP的提升，这似乎与显示不符，可能的解释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再进一步加强信息基础投资所带来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且过多的投资也会对其他产业造成挤出效应，使得知识、信息、技术等无法实现快速的传播与交易；间接效应不显著表明对相邻地区并未产生影响。城市化水平的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化的发展对本地GTFP产生不利影响却能够促进周围区域GTFP的提升。猜测原因可能是早前过度追求城市化发展从而导致人们热衷于非农户口，使得城镇人口负荷抑制了本地GTFP的提升，而邻地却能够从中获益。市场化水平的直接效应为显著正，说明对本地GTFP有促进作用，对邻地未产生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虽然长三角地区人均GDP的在不断提高，但是可能还未达到追求生活水平与环境发展的要求，同时GTFP还受到劳动、资本、环境、技术等多种影响，由此并未对GTFP产生影响；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未对本地或邻地的GTFP产生影响。
4.4稳健性分析
4.4.1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
以上检验结果均基于地理距离矩阵，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本文更换不同权重矩阵对上述空间计量结果进行在此检验。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SDM模型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变量
	0-1邻接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lq
	0.097**
	0.188**
	0.285***
	0.099**
	-0.131
	-0.032
	0.076*
	1.253***
	1.329***

	
	(2.23)
	(2.03)
	(2.85)
	(2.22)
	(-1.22)
	(-0.28)
	(1.76)
	(3.00)
	(3.16)

	lnpgdp
	-0.035
	-0.328**
	-0.363**
	-0.039
	-0.097
	-0.135
	-0.105
	0.108
	0.003

	
	(-0.48)
	(-2.15)
	(-2.42)
	(-0.53)
	(-0.51)
	(-0.74)
	(-1.47)
	(0.21)
	(0.01)

	lnhum
	0.219***
	0.069
	0.287*
	0.245***
	0.181
	0.426***
	0.249***
	0.361
	0.610

	
	(3.36)
	(0.48)
	(1.76)
	(3.67)
	(1.28)
	(2.61)
	(3.74)
	(0.58)
	(0.95)

	lngov
	0.026
	0.115
	0.140
	-0.001
	0.204*
	0.203*
	0.073
	0.903**
	0.976**

	
	(0.52)
	(1.47)
	(1.54)
	(-0.03)
	(1.94)
	(1.79)
	(1.43)
	(2.10)
	(2.18)

	lnfdi
	-0.040
	-0.151***
	-0.191***
	-0.058*
	-0.090
	-0.147**
	-0.066**
	-0.388*
	-0.454**

	
	(-1.25)
	(-3.08)
	(-4.50)
	(-1.86)
	(-1.29)
	(-2.04)
	(-2.18)
	(-1.83)
	(-2.17)

	lnroad
	-0.007
	-0.086
	-0.093
	0.020
	0.235*
	0.255*
	0.006
	-0.132
	-0.126

	
	(-0.15)
	(-0.75)
	(-0.79)
	(0.42)
	(1.74)
	(1.88)
	(0.13)
	(-0.27)
	(-0.26)

	lninf
	-0.046
	-0.069
	-0.115
	-0.064
	-0.077
	-0.140
	-0.080*
	0.103
	0.024

	
	(-1.02)
	(-0.74)
	(-1.23)
	(-1.43)
	(-0.59)
	(-1.04)
	(-1.73)
	(0.37)
	(0.09)

	lnurb
	-1.274***
	1.621**
	0.347
	-1.195***
	-0.606
	-1.801**
	-1.511***
	5.102**
	3.591

	
	(-3.45)
	(2.37)
	(0.50)
	(-2.58)
	(-0.82)
	(-2.54)
	(-3.97)
	(2.26)
	(1.63)

	lnmar
	0.025*
	-0.029
	-0.004
	0.036**
	0.100**
	0.136***
	0.031**
	0.033
	0.064

	
	(1.69)
	(-0.78)
	(-0.10)
	(2.34)
	(2.42)
	(3.06)
	(2.07)
	(0.18)
	(0.35)

	R²
	0.028
	0.027
	0.149


注：***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值。

可以看出，更换权重矩阵后，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影响的直接效应与表6中的估计结果一致，间接效应在0-1邻接矩阵与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下保持显著，而经济距离矩阵下未通过检验，说明不同方法度量空间单元的空间关联度会对估计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大体上与表6结果保持一致，仅有个别变量的显著性存在差异。综合来看，在四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各变量的估计参数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模型估计结果仍具有稳健性。
4.4.2调整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发现有些学者将金融业纳入科技服务业范围进行研究，故本文将金融业纳入科技服务业范围进行检验，结果表8所示。

表8   不同科技服务业范围下SDM模型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lq
	0.102*
	1.308***
	1.410***

	
	(1.90)
	(3.70)
	(3.97)

	lnpgdp
	-0.106
	0.060
	-0.046

	
	(-1.47)
	(0.15)
	(-0.12)

	lnhum
	0.235***
	0.065
	0.300

	
	(3.56)
	(0.14)
	(0.63)

	lngov
	0.050
	0.556*
	0.606**

	
	(1.02)
	(1.96)
	(2.06)

	lnfdi
	-0.083***
	-0.539***
	-0.622***

	
	(-2.70)
	(-3.33)
	(-3.95)

	lnroad
	0.025
	0.223
	0.248

	
	(0.51)
	(0.80)
	(0.90)

	lninf
	-0.088*
	-0.041
	-0.129

	
	(-1.93)
	(-0.17)
	(-0.55)

	lnurb
	-1.680***
	4.898***
	3.217**

	
	(-4.42)
	(2.89)
	(2.00)

	lnmar
	0.021
	-0.008
	0.013

	
	(1.30)
	(-0.10)
	(0.15)

	R²
	0.170


注：***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值。

由表8可以看到，纳入金融业之后的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分析，可以看到，除去市场化水平的直接效应未显著之外，其余变量均保持与表6同样的显著性，只是不同科技服务业范围下的显著性水平可能存在差异。综合来看，纳入金融业之后各变量的估计参数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模型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5 结论与建议
虽然我国科技服务业起步相对较晚，但科技服务业集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本文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10-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阐述了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当地GTFP的增长，还存在正向的空间外溢，对相邻地区的GTFP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和溢出效应。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更换0-1邻接矩阵、经济距离矩阵、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及更改科技服务业范围之后仍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说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定性。
基于本文的理论机制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应适当推动科技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充分发挥科技服务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各地政府部门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特色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根据地理位置、资源分配等形成不同规模的科技服务业发展集群，以充分发挥科技服务业集聚的规模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及产业带动效应，从而有效推进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要加强各地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拓展技术创新的可行性边界，打破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有效发挥科技服务业集聚对GTFP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创新资源能够在不同区域之间得到合理配置，使得信息、技术、知识、人才等可以跨界融合，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促进各地区经济共同进步。
第三，要加强各产业之间的互动融合，鼓励并引导科技服务业对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使得各产业之间产生协调联动机制，既可以增强创新要素的产出弹性，还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和创业孵化服务，向传统产业提供技术引导，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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